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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财政治理创新，引起国际关注。国际学界认为，中国改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财政关系，致力于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适配；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为稳健的财政运行提供保证；加大公共产品

供给，社会福利不断提高；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学界从不同角度解构了中

国财政“何以为治”。激励论认为财政分权产生了地方治理激励，动能论认为财政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驱动使经济拥有

持续动能，行政进步说认为公共行政的改进改善了财政运行程序，再平衡说认为结构性和周期性不平衡的打破有利

于实现再平衡，政治包容说认为民主协商的政治程序促进了财政的信息包容与决策包容。但是，中国的财政治理仍存

在债务风险问题、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平等问题，学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中国财政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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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多措并举，展现了财政

治理的中国智慧。既往学界围绕中国的财政治理

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财政风险论（刘尚希

等，2018）、财政国家治理论（高培勇，2014）、新市

场财政学（李俊生和姚东旻，2018）等一批有影响

力的成果，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的财政治理

创新。然而上述研究，多数是基于中国本土视野

展开的。中国的财政改革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

的关注。那么，国际学界如何看待中国的财政治

理？很少有学者进行总结分析。因此，本文从国

际学界的视角，重点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

政治理的创新成效、学理逻辑、问题和对策等，以

期为中国财政治理的评价以及改进方向提供新的

学术线索①。

一、中国财政治理的创新及其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改

革，在央地财政关系、财政管理体制、公共产品与社

会福利、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上取得了明显成果，

引起国际学界关注。

1.央地财政关系

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问

题。尤其是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引起的国外

关注尤多，Ehtisham（2018）指出，1994 年中国分税

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及其演变表明，中国财税治理注

重在激励和制裁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中国的分

税制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政府间的

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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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

革，学者就中国央地财权、事权配置等事项展开了

大量研究。Wingender（2018）的研究表明，2018 年

中国财政支出较为分散，且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共支

出的 85%。有限的收入自主权和不充分的政府间

转移支付，导致大量没有资金的任务和预算外债务

的累积。为此，中国政府改革转移支付手段，以提

高社会支出水平和缩小地区差距。Kadochnikov
（2020）认为，中国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与地方政府

作为中央机关代理人的责任包容相结合是中国财

政分权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具有一定的经济驱动效

应和环境改善效应。Jalil（2014）构建了复合财政分

权模型，他发现，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

看，中国大部分省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都

存在强且正的相关关系。Dittmer（2021）认为中国

的财政分权改革刺激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有利于

消除贫困和污染，推动了技术创新。Kuai（2019）的

研究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显著改善了环境质

量。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环境治理资金充足，

环境规制有效，从而促进了区域环境保护。Teets
（2021）认为中国政府设计的生态系统服务于集中

支付政策，改变了当地利益相关者保护环境的成本

和收益。

2.财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财政管理体

制，国库管理、预算、审计、监督、问责等全链式财政

管理体制引起国际学界关注。

Ehtisham（2018）指出，中国国库系统在引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2001 年政府财政统计手

册》框架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化和现金流的动态跟

踪，减少了资金暗箱转移的可能性。Kadochnikov
（2020）认为，中国采取的分散支出和集中决策财政

管理体制促进了经济改革。Alfred（2014）强调了预

算制定和执行中的财政责任与问责制对改善利益

聚合以及公共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Трофимов
（2018）重点关注了中国立法者对预算外资金的支

出与支出管理，他认为是严格的管理确保了统一预

算制度的公开透明。

在财政审计监督上，Monir（2017）指出，中国的

审计强调财政数据的真实性，并且有严厉的问责机

制，从而提高了中国公共行政部门的公共责任。这

种审计制度被西方国家理解为运作良好的公共部

门审计制度特征。Kadochnikov（2020）更倾向于中

国中央政府对政府层级的管理确保了地方政府的

行政和预算决定符合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

3.公共产品与社会福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公共产品

的供给，社会福利进一步改善。Pan（2019）认为，中

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有效措施是完成全面

的福利体系建设。Nogueira（2020）指出，中国设计

的医疗和教育系统具有福利国家的特征，并在劳动

力市场和其他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由此，他

提出，中国正在走向福利国家的路上。Mok（2020）
的研究描述了中国经历了积极的福利发展，包括减

少绝对贫困、改善民生、扩大社会福利供给、增加教

育机会以及改善住房、医疗和各种社会服务。

在医疗方面，Daemmrich（2013）指出，中国的医

疗改革主要利用公共转移支付与医疗保险，改善了

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征。

Bali（2017）重点关注了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中国

政府大幅增加对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助。Meng（2019）发现 2009—
2017年中国政府每年增加 100亿—150亿元（约合

14亿—21亿美元）的卫生支出，扩大了公共卫生的

覆盖面。Blaxland（2014）认为，中国政府强调卫生

服务的公共利益，建立起城乡居民公共卫生服务覆

盖体系，发展医疗保险，确保充足和安全的药品供

应，实现了安全、有效、便捷的健康医疗服务。经过

一系列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Nogueira（2020）认为，

中国的健康指标已优于除俄罗斯外的金砖国家，高

于东亚和世界平均水平。

在教育方面，Blaxland（2014）指出，中国推动教

育机会均等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公共财政对教育

的投资，优先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

的地区提供教育服务，完善低收入家庭学生教育补

助，优先保障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子女的教育

权利。Eryong（2018）认为，中国始终以九年制义务

教育为重点，积极开展教育扶贫工作，将教育扶贫

纳入国家扶贫战略规划。

在其他公共设施方面，Wong（2013）的研究表

明，财政投资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和

道路供应。Lawrence（2019）指出，中国政府完善高

铁项目建设驱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在水利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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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面，Tortajada（2016）认为，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

改善了居民的饮水质量。Schwab（2013）认为，水利

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增加水产量，而且使中国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

同时，中国还致力于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一体

化，缩小福利供给差异。Shi（2012）以成都为例，分

析了城乡协调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使成都重组了其

分散的社会保障体系。Aglietta（2020）指出，中国通

过集中社会保障、统一退休制度和改革税收制度以

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使落后地区有权使用同等的

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

地区将受益于高铁、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和环境

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脱贫

攻坚让超过 1亿人口走出了绝对贫困，为全球减贫

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

新篇章。Blaxland（2014）采用学界常用的多维贫困

概念，证明了中国脱贫攻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所有

目标人群衣食不愁与基本卫生、教育、住房有保

障，以消除多维贫困。Eryong（2018）指出，中国的扶

贫从以“输血”为基础的被动模式转变为以“活血”

为目标的主动可持续模式，并将这种政策定义为贫

困人口造血能力的中国模式。Camille（2020）探究

了中国反贫困的具体做法，认为中国农村的脱贫攻

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当地经济的支持

上，凸显了国家支持的企业家长制特征，具有世界

意义。Davie（2021）强调，中国扶贫最新颖的特征在

于精准，精准的关键是每个贫困户都与当地政府官

员一对一配对，使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能精准投给

贫困户，带来了更好的脱贫成果。

4.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承担了更多的大国责任。Smith（2021）利用

2013—2019年的中国精英演讲、中国政府文件和汉

语学术研究，展示了2012年以来中国如何利用新的

合法化战略，积极改革国际秩序，以承担更大的全

球责任。Portyakov（2021）认为，中国日益认识到需

要从自力更生转向国家逐步开放，并将其视为与外

部世界大规模多元化经济关系的互动过程。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

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Kitano（2016）估计中国的净

对外援助金额，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将会持续增加，

并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援助国

家。Kitano（2014）认为，基于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

特征，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将迅速扩大，影响力将

遍及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角落。Ryder（2021）的研

究表明，中国对非洲的融资帮助使得很多非洲国家

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Harpaz（2016）认为，中国的

援助不是“一刀切”的模式，而是针对受援国的具体

需要而展开的。中国援助的项目侧重于基础设施、

教育和制造业。根据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原则，中国

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要求以良好治理或环境标准

为援助条件。

中国的这些措施，效应不言而喻。Smith（2018）
指出，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区域共

同开发，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促进了区域繁荣。

中国不仅成为亚洲发展的重要领导者，还对全球经

贸合作、共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Harpaz
（2016）认为，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已成为世界银行的重要贷方和区域开发银行

的重要捐助者。同时，中国发展迅速，却没有实施西

方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中国不仅成功度过了全

球金融危机，而且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摆脱了危机，

这说明中国已找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增长方式。

二、中国财政治理的学理解释

中国财政“何以为治”？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兴

趣，他们从经济学、管理学与历史学等角度出发，分

析中国财政治理成效的原因，基于学者们研究的视

角和主要观点，可归结为激励论、动能论、行政进步

说、再平衡说、政治包容说和其他学说。

1.激励论

中国有广阔的国土面积、多元的民族构成和差

异化的区域发展情况，因此，每个地方都存在异质

化的发展需求，居民也存在不同的公共产品偏好。

这要求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与事权，

以配置地方公共产品的异质性偏好。但是，正是由

于这种分散化的地缘与区域结构，中央政府又必须

在宏观上把握地方政府的行为信息。宏观性调控

与微观性偏好要求中央政府既能集权，又能分权，

保持宏观统筹与微观激励的统一。

财政分权下的激励何以产生？Glawe（2021）认

为，中国将财政权力适当下放给负责执行经济改革

国际学界对中国财政治理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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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公共产品提供与经济增长、

要素流动、环境治理等要素而展开考核，呈现出强

大的激励机制。地方各级政府都必须满足绩效标

准。Ahlers（2014）将中国的财政分权激励定义为等

级嵌套下的实验，这是由目标责任制和下一级监督

责任组成的干部激励制度，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公共产品提供以及城镇化等目标外，政治创新也被

视为绩效考核措施，严厉的目标责任制下的考核措

施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创新。

在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建立了隐

形的契约合同。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权力，但必须履

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Suzuki
（2019）使用契约理论分析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之间的财政激励关系，构建了财政激励合同模

型，并以竞赛标杆为手段，提出了中国财政激励的

运作过程。他认为，相较于财政包干制，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是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一次性

分享收入的合同财政转向分税制，在这种体制下，

税收重新分配，这也被看作是一种互补的制度变

迁。自1994年至今，中国深化了分税制改革。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了一种隐形的财政契约关系，

即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财权，但是地方政府要完

成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等目标。基于这种财政契

约，可以解释为标尺竞赛下的潜在义务实现的收

益，如晋升机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等，从而

激发了巨大的创造潜力。

在改革实验中，中央政府还有容错机制，Glawe
（2021）认为，中国允许地方政府在特定区域层面进

行新的改革。由于这些实验往往涉及较高的政治

与经济风险，因此，将其限制在某些领域，以确保万

一失败，整体经济的稳定性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即

使改革失败，中央政府也能容纳，以保持持续性的

改革。

以上从财政分权的激励视角解释了中国的财

政治理创新，其最为核心的是，中央政府通过垂直

信息传输与考核下的激励两条路径实现一元统

筹。地方政府需要决定如何在直接从地区中获取

信息和间接向中央政府寻求政策建议之间分配资

源，根据获得的信息流，当地政府做出政策决定，这

不仅保证了国家能力，也保证了地方政府的决策更

适应区域发展需求与居民福利偏好，从而带来了更

高的产出和更低的波动性。

2.动能论

财政的动能维度主要表现在财政与经济的交

互作用过程。一方面，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宏观经济

和微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稳健

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需求，稳定经济周期，从而

提振商业信心、投资和长期增长。在微观经济层

面，财政政策可以通过鼓励就业、投资影响私营部

门的行为。另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反作用

于财政，使财政有可持续的税基，让财政有蓬勃的

内生增长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在逆周期下驱

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Kong等（2019）指出，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拥有充足的财政空间，这使中

国能够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措施阻止经济衰退。中

国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逆周期的，并达到了预期的

经济效果。中国的财政政策符合凯恩斯经济学的

基本政策取向，并与其经济成功密切相关。Prime
（2019）和Kim（2021）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

中国反周期财政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效凸显了

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

财政的分配效应促进了中国长期包容性增

长。Lam（2015）认为，收入改革促进了中国更加包

容、绿色和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通过实施分类与综

合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引入经常性财产税（如城镇

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完成全面营改增等措施，增

加了居民收入。

财政投资下的技术创新效应。Aglietta（2020）
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在于在过去和现在的发展中

所产生的不平衡，提高增长质量的首要途径是通过

创新（如数字经济、新能源等）达到技术前沿。在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明确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占据首位，中国

正在努力向创新国家迈进。Mats（2012）的研究表

明，近年来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迅速增加研发支

出，中国形成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研发嵌套

网络。Evgeny（2013）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新兴的科

技大国，并加速向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过渡。

内生增长理论开辟了一条探索税收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途径，除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措施优化

税收制度改革外，中国还通过减税降费驱动增长。

Lan（2020）认为，企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失败

率高，预期回报不确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信息

82



不对称，而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给企业从外部

市场获取研发投入带来了风险。中国的减税措施

缓解了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

用于研发活动，且营改增与减税结合的政策打通了

企业间增值税抵扣链条，企业的议价能力越强，税

收负担就越有可能通过交易中的价格优势转移到

上游或下游企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进而影响企

业的研发投资。Kong（2021）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减

税措施切实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促进了企业对

新技术研发的投资。

经济的增长动能赋予财政澎湃的内生增长动

力。Kong等（201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税收产

生了积极的反应，他们将其归因于税收促进了合理

的资源配置。新兴领域的投资会拓宽税源、税基。

Christensen（2022）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

展与崛起使中国拥有了持续的数字税源。同时，财

政与经济的动能交互还体现在财政政策的需求回

应上。Engelbert（2019）证明了刺激生产、减税减负

等措施能够刺激社会总需求，进而在不同的环节产

生新的税源。中国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政策打

破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驱动了企业的持续创新，开

发了新的经济蓝海与税基蓝海。同时，家庭消费的

增加也使中国税源得以拓宽。总之，财政政策刺激

了经济增长，产生了持续的税收红利。

动能论尝试从财政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来

解释中国的财政治理。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不断投资“新基建”，培育新型经济业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培育了新的经济

动 能 。 这 验 证 了 既 往 学 界 财 政 的 经 济 效 应

（Balassa，1993）。然而，中国的大规模减税活动是

否会导致既往学界讨论的“税基与税源侵蚀”（Alm，

1991）现象的出现？中国的经验否定了这种情况的

出现。其关键经验在于中国坚持减税和税基的均

衡。中国在减税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研发的信息风

险与投入成本，新的经济业态涵养了新的税源，从

而实现了减税与涵税的均衡。

3.行政进步说

治理体系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政治和宪法

安排，还反映了潜在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政策工具

和信息流。其中，行政是较为关键的因素。Ahmad
（2018）将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模式分为三类，即以美

国为中心的规范方法、欧盟的积极政治经济模型和

中国的行政进步模式。

Ahmad（2018）指出，无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规

范方法，还是欧盟的积极政治经济模型，都不足以

促进发展。如美国各个州拥有主权并拥有自己的

宪法，拥有税收权力的司法管辖区并不总是与经济

单位相对应，导致其制度框架存在问题。对于欧盟

的积极政治经济模型而言，其存在信息成本、动态

不稳定、竞相逐底、缺乏统一的负债确认等问题，这

导致市场会解决问题的预期没有奏效。Ahmad
（2018）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采取的是

行政进步模式，包括严格的官员选拔过程、公平的

评价标准、充分的信息或独立的可验证的反馈机

制，从而防止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

Ahmad指出，中国政府于1993—1994年建立了

一揽子强化措施，包括建立国家税务总局、以“向

下”分享收入的方式管理全国增值税以及建立相应

的均等化制度。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信息流的治理，

完善自有税收管理，建立地方官员激励机制以及防

止债务累积和寻租行为，将国家基础设施政策与地

方连通性和改进的公共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新的

互联互通机会实现生产性再平衡和机会分配更加

平等，加快完成治理和机构变革，形成不同于西方

国家的治理模式。

Ahmad认为，中国的行政进步主要体现在 8个

方面。一是责任制，让生产激励与惩罚措施结合，

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二

是税收结构和转移支付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收入

共享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三是税制改革，如营

改增等。四是更有效地使用个人所得税制度，缓解

不平等。五是制定碳税。六是预算机构治理，如生

成与国民账户体系一致的标准化财政数据网。七

是管理地方负债风险。八是采用现代工具完善财

政制度，如建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国库单一账户

嵌套系统。

Ahmad 提出的行政进步说从中国财政行政治

理角度解释了财政治理。Ahmad 用“坏皇帝综合

症”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财政治理。中国传

统社会采取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模式，财政决策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偏好，呈现出典型的人格化

特征。Ahmad所称的中国财政治理的进步，不仅是

中国古代财政治理的进步，也是 20世纪 70年代分

散性财政治理模式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高度

国际学界对中国财政治理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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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以及 20世纪 70年代的高度分散，是一种进步

表现。

4.再平衡说

在增长与发展理论中，增长战略有两种不同的

观点，分别是平衡增长战略（Rosenstein，1943）和非

平衡增长战略（Nurkse，1953）。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动态过程。Wagner（2017）在

此基础上，提出再平衡理论，并定义再平衡是对旧

的不平衡的再平衡行为的过程。他认为，经济与社

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不平衡和周期性不平衡，再平

衡意味着纠正过去产生的不平衡。

为了应对失衡的风险，中国采取了再平衡战

略。Wagner（2011）指出，2012年以来，中国试图重

新平衡经济，走消费和服务驱动的增长道路，提高

社会和环境标准。这些新的增长战略，使中国能够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从国

外技术的复制者转变为技术创新的独立发起者和

领导者，以创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Glawe（2021）
认为，中国的再平衡战略包括试图进一步将西部地

区纳入整体发展战略，努力提高社会和生态水平，

提倡以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战略。Cubizol
（2020）从税收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再平衡战略，认为

中国通过税收政策纠正导致国内失衡的要素成本，

企业劳动力得以重新分配，稳定了对全要素生产率

冲击的福利反应，从而产生了再平衡效应。此外，

Ahmad（2018）将中国再平衡财政政策定义为可持

续增长的财政政策。Ahmad（2021）认为，中国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使国内再平衡，从而实现可持

续和包容性增长。

再平衡说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过程解释了

中国的财政治理。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尤其是新

兴经济体，更容易面临周期性失衡。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产生了区域、行业、个

体的不平衡。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解决不平衡问

题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施政方略，主要措施包括通

过实施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

等战略和减税降费、财政补助等措施缩小区域差距

以及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这一

系列措施实现了以公平的方式创造机会，缩小了不

平衡现象，促进了包容性、稳定性增长。

5.政治包容说

政治包容一般被理解为政治系统通过语义和

制度安排，使成员能够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

（Ahlers，2019）。包容性政治需要为政体做出具有

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能力。包容性角色包括领导者、

选民、政府、议会、社会组织成员、顾问等。政治包

容有正式性特征（如会议），也有非正式性特征（如

咨询专家）。

中国社会福利改善的重要原因在于包容的政

治环境。Bai（2020）认为，中国出现了高度动员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社会（包括企事业单位在内的社会组织）和个

人（公共部门的公务员和社会成员）调动起来参与

财政和经济决策，体现了公共产品提供的社会偏

好。Chloé（2019）用协商威权主义定义中国的政治

包容。他认为，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立法过程

中完成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在2014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进行重大修订的过程中，中

国环境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专家的角色，并将他们的

地位从环境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转变

为受人尊敬的顾问。中国的这种治理方式呈现出

民主包容的特征。Portyakov（2021）认为，中国实现

了符合国情的协商民主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经济

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显著加强，协商民主的中国

模式可被其他国家借鉴。Sagildr（2019）分析了政协

的一项特殊任务，即反映民意。政协代表并不是

“富人的游乐场”，政协组织有约束与激励机制，要

求政协委员展开民意、民情反思。他将这种过程称

为信息包容。

政治包容学说与中国学者吕炜和王伟同（2021）
的中国的包容性财政体制观点颇为类似，他们都强

调了中国的政治决策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

向交互过程。区别是吕炜和王伟同更强调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容忍机制。两者都从包容

性视角分析中国的政治程序，这从另一个视角解释

了中国财政决策的公共性。

6.其他学说

历史根源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治理

与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关。Ahmad（2018）指出，从中国

汉代开始，一种行政等级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官

员任命要通过一系列的公平审查或机制评估才能生

效，这可能影响中国的财政考核。Enderwic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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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就有丝绸之路，它不

仅是贸易路径，还刺激了当地市场和消费。“一带一

路”倡议被视为备受推崇的丝绸之路再复兴。

Fukuyama（2016）指出，中国在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

时就建立了国家。秦统一后具有现代国家的许多特

征，如技术官僚化的集权政体、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完

善的官吏考核措施，这些策略与16—17世纪的法国、

普鲁士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改革类似。随后，汉朝

将现代主义政府形式制度化，这在接下来的两千多

年中成为中国的特色。同时，儒家思想被推崇，让官

员保持是非善恶的决策判断。儒家崇尚大同社会，

强调了他们作为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守护者角色。中

国的这些历史基础，影响了中国的财政决策。由此

可见，学者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民生理念、丝绸之路的

实践，对中国的财政治理颇有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智慧，但是中国对其进行了

创造性转化，这是国际学界所没有发现的。

集体凝聚力论。与西方国家追求个体利益最

大化不同的是，中国人民有较强的集体凝聚力。部

分学者认为，中国的集体凝聚力是中国政府执政的

重要出发点。Yang（2021）认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在于确保人民群众满意，避免社会不稳定。中国政

府所做的决策，前提是集体利益不受损害。Mok
（2019）批判性地研究了中国在扩大社会福利供给

和加强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的尝试，以促进社会凝聚

力与社会和谐。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以集体利益

最大化为出发点，由此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

平，也提升了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观点尝

试从集体观点出发来解释中国财政决策的原点。

比较遗憾的是，集体凝聚力论并没有被深入挖掘。

从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运行体系

到当前中国形成的国家共治的理念，集体在中国人

民的价值印象中，远远大于个体利益实现。正是这

种集体凝聚力使政府不断提升整个国家的福利水

平，同时个体也承担国家治理的义务，从而形成了独

特的共同治理体系，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中国财政治理的问题与展望

尽管中国财政治理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不可

回避的是，中国财政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善，主

要集中在债务风险问题、不平等问题和结构性问题

等方面。国际学界分析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相应

的政策建议。

1.中国财政治理的问题

第一，债务风险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发

展整体较好，但是也累积了债务风险，这引起了学

者的关注。Ehtisham（2018）指出，2013年前后中国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31%左右，且在县和乡

（镇）一级还在不断增长，而这些地方的财政内生能

力非常有限，可能无法偿还债务。Färber（2018）进

一步指出，中国人均地方债务约为 1370元，有偿债

责任的债务达61%，且较贫穷的省份比富裕的省份

承担更多的债务。一些地方债务增长的速度甚至

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Naito（2015）认为区域性

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危机。Guess（2015）
重点关注了土地财政问题，指出地方政府普遍依赖

土地财政，通过向房地产公司出让土地产生预算收

入，这也是过去中国房价飙升和形成房地产泡沫的

主要原因。城市房价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承

受能力。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累积的存量债务与潜在的金融危机将会引发系统

性的财政风险。此外，隐形债务的存在容易高估政

府的预算能力，而且在潜意识中，中央政府为地方

政府提供隐性担保。虽然中国在 2015年出台了地

方政府债务市场化的政策，但实际上并没有地方破

产法，一旦发生系统性债务违约，这种隐性保证对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是一个严重的风

险。Färber（2018）分析了债务危机的传导路径，认

为现有的融资体系使地方政府容易受到中央政府

收入分成变化或地价下跌的影响。地方政府拥有

隐性的“转移杠杆”，即地方债务可能转移给中央政

府，加上影子银行等融资行为，中国债务存在隐性

的社会风险和政治危机。学界从债务规模、渠道以

及偿债能力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债务风险问题。

可以预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房价等因素获得的

财政内生动力是不可持续的，加上潜在意识的“转

移杠杆”，一旦发生系统性地方债务违约事件，后果

将不堪设想。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债务风险

的防控依然是中国政府财政治理的重中之重。

第二，不平等问题。虽然中国努力实现公共服

务与公共产品均等化，但是在个体、地区以及行业

间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中国再平衡发展面临

的主要问题。世界银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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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显示，2021年中国基尼系

数达到 0.474。Quan（2021）指出，中国收入分配存

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个人收入与经济发展

的差距、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的差距等问

题。国际学界关注的中国不平等问题，涵盖了收入

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等多个维度，影响

了公共服务的平等获得、居民幸福感提升以及财政

运行。中国需要深入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打破不平

衡、不平等发展的短板。

第三，结构性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从经济结构

与人口结构角度展开讨论。Ansar（2016）认为，近

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源于基础设施投资，

而非技术创造。长期依靠基础设施投资不会驱动

经济持续增长，过度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反而会导

致经济和金融脆弱。Oksanen（2016）指出，中国的

人口老龄化将是永久性的，因为生育率仍然很低并

且寿命继续增加。这一变化给公共支出带来了巨

大压力，特别是公共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

支出。此外，人口老龄化将使维持高储蓄率变得更

加困难，影响技术创新。Bai（2020）的研究表明，未

来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快速下降，使经济增长

面临人力资源挑战。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将会使财

政背上沉重的负担，挤压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提

供空间。

2.中国财政治理的展望

对于中国日益累积的债务风险，国际学界提出

了建议。在债务风险评估上，Guess（2015）建议，中

国改进标准风险评估工具。这是因为传统方法侧

重于债务或赤字占GDP的比率，但可能忽略政府持

有的资产，这些资产可用于降低债务风险。因此，

他建议在风险评估中增加资产负债表分析。在债

务监管上，Miao（2016）提出，“权、责、利”之间的关

系管理是建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体系的

重要因素，具体建议包括找准时机赋予地方政府举

债权，并设计地方政府债务责任约束机制，解决新

增债务、无效债务、逾期债务扩大等问题。在债务

结构上，Kozhevnikov（2019）建议，中国鼓励地方政

府发行专项债券，为重点投资项目提供充足资金。

在债务投向上，Miao（2016）认为，中国防止利用地

方政府的债务为私人利益服务，确保地方债务为公

共利益服务。在债务可持续性上，Li（2017）建议，

中国政府减缓信贷快速扩张的趋势，提高投资质

量。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

审查和改革，以实现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此外，

Ehtisham（2018）指出，中央政府承担部分地方债务

可能是短期内化解债务风险的唯一解决方案。

在不平等问题上，Cevik（2019）指出，适当的财

政再分配可以通过减少净收入不平等来实现平衡

和可持续的增长。他认为，中国需要扩大税基，使

税收制度更具累进性，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以缩

小收入不平等。中国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福利

的空间还很大，如支持农村人口更多地获得教育、

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同时，财政政策应考虑

其分配效应，扭转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格局。Wang
（2020）认为，住房不平等是城乡不平等的重要因

素，建议要实现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清晰、可交易，

促进农村住房市场化，实施农村住房产权登记，出

台农村住房交易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在地区不平

等问题上，Luintel（2020）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在不

同地区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收敛，且教育和健康

支出对增长趋同的贡献要大得多，建议地方政府需

要提供更多的健康与教育公共产品，以纠正地方资

源配置不当问题。Crane（2018）认为，中国经济特

区的创建和沿海地区的繁荣也造成了地区之间的

经济差距，提出中国需要扩大经济特区的影响力，

甚至在全国不同地区设立新的经济特区，给予新的

财政支持，刺激投资并缩小经济差距。

在结构性风险上，学者们认为创新驱动战略是

打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Naito（2015）
提出，在经济放缓迹象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财政政

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需要进行税收和财

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地方财

政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财

政管理，合理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

权力、收入和责任，实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政府

职能的目标。Wagner（2017）认为，中国必须实施财

政驱动创新增长战略，更加关注结构性和制度改

革，而不是投资刺激计划。Ansar（2016）建议，中国

应该将投资重点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新领域，培育

新的经济业态。关于应对人口结构问题，国际学界

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建议。Bai（2020）认为，必须系

统性地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除财政奖补

鼓励生育外，还要进一步深挖人口红利，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拓展新的就业形态（如美团、滴滴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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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龄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改善医疗保健促进健

康老龄化（如疾病的免费筛查），建立政府、市场和社

会三者协同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如发展企业补充

养老金、个税递延型养老金）等。Soto 和 Gupta
（2017）估计，2015—2050年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失衡

约为 2015年GDP的 125%。他们建议，中国应该提

高退休年龄、修改养老金指数以及让公务员和公共

服务单位计划缴费，以减轻养老金的财政偿付

压力。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财政治理的成效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

可。中国不断改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

系，以寻求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适配。中国财

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得以提供更为优质的基本公共

服务，同时刺激区域间的经济竞争，有利于消除贫

困和污染，推动技术创新。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

中国建立国库管理、预算、审计、监督、问责等全链

式财政管理体制，通过灵活预算使中国能够维持快

速的经济增长并保持稳健的财政能力。在预算制

定和执行方面，中国加强财政责任和问责制对改善

利益聚合与公共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运行规范、

问责严厉的审计制度遏制了公共寻租与腐败行为，

提高了公共行政部门的公共责任。在公共产品与

社会福利方面，中国进一步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极

大地改善了社会福利水平。在医疗改革方面，中国

利用公共转移支付与医疗保险改善医疗服务的提

供方式。在教育改革方面，中国增加教育投资，优

先在贫困和少数民族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提供教

育服务，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教育补助，优先保障

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子女的教育权利，促进教

育供给均等化。在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道路

供应方面，中国改善水利工程建设，完善高铁项目

建设，率先布局5G网络，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得

到极大的改善。在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方面，中国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加大对外援助，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促进了

区域繁荣，同时对全球经贸合作、共同发展也产生

了积极影响。

国际学界尝试从激励论、动能论、行政进步说、

再平衡说、政治包容说等角度解析中国财政治理的

学理逻辑。激励论强调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治

理激励，动能论强调财政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驱动，

行政进步说强调公共行政的改善促进财政治理，再

平衡说强调财政打破结构性不平衡和周期性不平

衡，政治包容说强调民主协商的政治运行程序促进

了财政的信息包容与决策包容。这些学说从不同

角度解释了中国财政“何以为治”。

目前，中国财政治理仍然存在债务风险、不平

等以及结构性等问题，学界提出的部分建议仍然对

中国的财政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化解债务风险。国际学界提出由中央政

府承担部分地方债务可在短期内化解债务风险，这

不太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其提出的债务监

管、债务结构、债额配置对中国防范债务风险仍具

有启示价值。一方面，可强化债务审计，建立债务

信息流系统，监控地方政府每一笔债务的具体投

向，以防范违规举债、违规用债行为。另一方面，优

化地方的债务结构。严格控制投向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的债务，适当放宽涉及民生所需的债务。此

外，债务偿还最终依靠的是经济动能下的持续财政

内生动力，当前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的模式

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鼓励地方政府驱动创新，

由产业发展向产业链发展转变，由创造价值向创造

价值链推进，使地方政府有持续的经济动能，产生

澎湃的财政内生动力，从根本上化解债务风险。

第二，继续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富共

美。部分学者提出可以在中国不同地区设立新的

经济特区，以缩小地区差距在短期内可能不符合中

国的实际。但是，国际学界提出的财政再分配、放

开户口限制、优化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仍具有启示

意义。一方面，可以改进税制结构，加快房地产税

的政策酝酿，同时在其他财产税上进行政策试点。

设计更具累进性的税率，以发挥税收在分配中的调

节作用。另一方面，拓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范围，

除传统的水利工程、道路工程外，5G网络、教育共享

项目、大健康项目、智慧生活项目也应适时在农村

投资。同时，因城而异、因群而异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建立与市民化公共服务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第三，解决结构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

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超级经济大国，但是随

之而来的结构性问题成为未来经济运行的潜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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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尽管中国努力实现再平衡，但是依然存在经济

结构与人口结构的遗留问题。国际学界提出的创

新驱动战略、人口结构优化战略具有政策启示价

值。鉴于中国区域创新差异较大，应当因地施策。

对于中国东部地区而言，随着经济特区设立以及各

类财税支持政策的实施，东部地区经历了较好的发

展，应该保持长期技术创新优势，并鼓励新的技术

创新。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因加大对技

术创新的投资，同时鉴于西部地区的人才外流现

象，政府应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人口结

构性问题将会造成经济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中国需要全面放开生育。按照国际惯例，放宽计划

生育政策并不会产生生育效应，一系列配套的服务

和保障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除为孕妇提供更多

的医疗服务和反就业歧视保障外，对于幼儿养育，

应当给予财政补助，同时扩大对育儿支出的个税抵

扣额，降低育儿成本，缓解生育意愿抑制。提升人

力资本水平，布局大健康产业，推进重大疾病的免

费筛查，推动中国人口由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

转变。

注释

①本文文献主要来源于Scopus、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确

保文献的权威性。同时，还从 Springer、Wiley Online Library
等数据库选取部分文献，以使文献更为全面。在文献选取

中，除国外学者的文献外，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发表在

国际期刊上的文献也纳入本文的选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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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valuation of Chinas Fiscal Governance

Xu Hui Bi Xueji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a has promoted innovations in fiscal
governance that have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China has improved
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enabl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It has improved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intained a sound fiscal
operation capacity. Extensive improvement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have greatly improved social welfare.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oreign aid has increased， demonstr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deconstructed Chinas fiscal“governance”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incentive theory argue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reates 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ance; the kinetic theory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s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s sustained economic momentum; the administrative progress theory argues that improvement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mprove fiscal processes; the re-balancing theory argues that structural and cyclical imbalances are broken
to achieve re-balancing; the political inclusion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promotes
financial inclusion in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hinas，such as debt risk
problems，structural problems and inequality problems.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whi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is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Fiscal Governanc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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